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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受众的主观能动性与通俗文本的效用

———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受众理论刍议

张艳红

【内容摘要】　英·昂和珍尼斯·温史普都是以女性受众和女权主义者的双重身份,以“形而上”之理性和“形而下”之亲身体验的有机整合,分别研析肥皂剧和妇女杂志;以“第三只眼睛看世界”之独特视角,真切、全面地习得女性受众解读通俗文本的复杂体验;以辩证而乐观的态度,肯定了通俗文化的正面效用,为女性受众的乐趣辩护;以“化害为利”的思维方式倡言女性在传播领域的天赋人权,与其他女权主义学派“义愤填膺、无情解剖却无法重建”的悲观气息相比,具有一种“痛过、醒来、知道怎样走路”的亮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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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学领域,后现代女权主义学派以颠覆高雅/低俗、精英/平民、权威/民主之区分标准的研究旨趣,重点观照女性受众在传播领域里的人权诉求———对于通俗文化的审美权-解读权,即文化权①,以批判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弘扬平民主义意识形态之特立独行姿态,积极肯定女性受众解读通俗文化的主观能动性和收视乐趣,其“受众喜欢通俗文本也是反抗性别压迫的一种方式”之主张,一扫其他女权主义学派的悲观之气,颇有空谷足音的意味。

该学派在受众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是英·昂(ＩｅｎＡｎｇ)、珍尼斯·温史普(ＪｅｎｎｉｓＷｉｎｓｐ)。本文拟对英·昂、珍尼斯·温史普的受众理论进行评析,旨在探讨女性受众的主观能动性以及通俗文本对于维护女性的文化审美权所起的“歪打正着”的积极作用。

一、四类女观众与两种意识形态

英·昂以女权主义者和“肥皂剧迷”的双重身份,研究女性受众的人权———文化权在传播领域的表现。她以美国著名的肥皂剧《达拉斯》(以下简称《达》剧,又译《豪门恩怨》,20世纪80年代曾风靡世界)为案例,实地考察女观众与肥皂剧之间的关系,诠释女观众不同的收视乐趣,捍卫其收视-审美-娱乐权。

其一,女观众共有四种观看态度与反应:厌恶;嘲讽式地观看;妥协式地喜欢;狂热地喜欢。其二,这四类观众中,前三类禀持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第四类坚持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品味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标准应该被颠覆,通俗文化的观众(女性居多)有娱乐权与审美权。其三,肥皂居尽管含有歧视女性的内容,却未必会磨灭女观众反抗性别歧视的斗志。

1 厌恶型的观众:自诩为“精英族”

这类女观众以精英主义意识形态为审美标准,把肥皂剧归为通俗文化范围,讨厌这类“低俗的、会消磨女性的反抗意志、商业化-公式化”的肥皂剧。

英·昂剖析、批驳了这类观众的表白,否认肥皂剧会消磨女性的反抗意志:厌恶“低俗”的肥皂剧,对其制作语境、意识形态内容予以政治或道德的谴责,并不排除观看《达》剧的可能;对肥皂剧使用诸多谴责字眼,是出于心理上的安全感———这些字眼使讨厌该剧的“精英族”能够将自己的憎恶合法化,还可以显得高人一等。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精英族”观众的抚慰剂和宽心药———享受了厌恶肥皂剧而自封的审美优越感。

2 嘲讽型的观众:自欺欺人

这类女观众坚持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并为其道德感所束缚,却又情不自禁地观看《达》剧,并且拒不承认这种负罪般的快感;通过“嘲讽”式的评论化解这种矛盾心理(根据米歇尔·福柯的观点),评论是一种旨在支配评论对象的话语类型。人们通过对某事物提出评论,肯定了一种居于那事物之上的关系),表明与“低俗”的肥皂剧划清了界限,却依然享受着收视乐趣。嘲讽成了这类女观众掩盖自己喜欢肥皂剧的强力烟幕弹。

英·昂揭露了这类观众的真实体验:有嘲讽作武器,就没有必要压制《达》剧带来的快感,而是心安理得地欣赏它,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所规范的“雅人不应该喜欢这类东西”与“观看肥皂剧就是俗人”之间的冲突消失———嘲讽在“低俗”的《达》剧与“审美情趣高雅”的观众之间,创造了一种距离;这类观众不以传者所期望的方式来看待文本,而是讽刺、歪曲、误读文本的预设意义。

3 喜欢型的观众:喜欢、对抗、妥协

这类观众被上述两种观众贬低为:不加挑剔与嘲弄地喜欢《达》剧、被大众文化愚弄与欺骗、几乎是白痴,是被动的不成熟的观众②———没有品位、受商业文化的廉价引诱;《达》剧旨在赚钱,试图通过性、美女、财富等观众感兴趣的情节与画面吸引观众上当受骗。

喜欢型的观众采取了必要策略回击这种以恩人自居、肆意评判别人审美品味的人。一是“拿来”、“内化”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判断,承认《达》剧的“危害”,却不掩饰对《达》剧的喜欢,宣称具有应付“危害”的能力。二是勇敢地对抗这种意识形态,承认自己并非消极被动地收看肥皂剧,而是从中读出丰富的内涵。三是趋于妥协:只能在精英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创造的话语空间之内进行“谈判”,③对其采取“承认-对抗”态度。

这类观众和厌恶型、嘲讽型的观众之间进行着不平衡的斗争:后者躲在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威力和保护之下批评别人,抬高、掩饰自己;而前者则在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冷漠无情的限制下进行抗辩。喜欢型的观众不能摆脱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禁锢而坚定地亮明自己喜欢《达》剧的真实原因。这类女观众的收视乐趣未能合法化,被厌恶型和嘲讽型的观众贬成“文化野人”、“品位低下”、“辨不清商业文化诡计”(尽管嘲讽型的观众也被厌恶型的观众贬低为“低俗”,但为了摆脱这种定位又去贬损喜欢型的观众)。

4 狂热型的观众:被贬为“下里巴人”

这类女观众秉持平民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对他人的喜好做出美学判断是武断、不人道且违反人权的(与儒教文化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宽容思想有类似之处);提倡独立自主的“认同感”,坚持个人的审美-娱乐权,勇敢对抗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其功能主要在实践层面,带有自发性、无意识性。与极为严密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相比,它处于边缘地位,“边缘”难敌“主流”;其话语张力极其有限,“人们趣味各异”之类的辩解没有取得文化合法地位,无法使《达》剧之类的通俗文本建构自己的文化社会意义,因而狂热型的观众很少采用这种话语保护其“收视权”。

这类观众经历了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统治与平民主义思想散发的现实吸引力之间的冲突:讨伐该话语的理论局限性,逃避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限制———其影响范围主要限于人们关于文化的理性意念,不一定要规定人们的文化实践④。

英·昂彰显了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直截了当、通俗易懂、满足观众的平民情怀,能够产生直接的肯定性,其话语是反理论的;它使狂热型的观众理直气壮地背离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关于“乐趣”、“偏好”的硬性规定,固守自己的偏好与趣味,抵抗强加于她们的否定性身份,报复性地揭穿厌恶型、嘲讽型的观众之老底:其实你们和我一样喜欢看肥皂剧却不愿意老实承认。你们没看过咋知道“低俗”?!

英·昂揭批了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家长式统治:充当观众的导师,对于高雅/低俗、好/坏、正确/错误之类指手划脚,纯属无理的武断;将妇女视为“肥皂剧所具有的欺骗性主题的被动受害者”,是主观主义的多余的悲天悯人;女观众喜欢通俗文化就被视为不合主流价值的低俗行为,是漠视、践踏女观众的收视权-审美权的反人权行为。

女观众喜欢《达》剧,并不关心它是否现实、主题是否重大,而是看重剧中人物情感的悲剧性建构之真实性;⑤女观众收看肥皂剧,并非被动消极地“照单全收”,而是公开、能动地参与其中,作出价值判断,从中享受乐趣,并产生反抗性别歧视的主体意识。因此,不应该把“乐趣”当作妇女解放目标的障碍而倍加谴责,而是应借“乐趣”启发女性的想象力与醒悟力,为其收视权-审美权和更深层次的女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等等)争取一席之地。

二、“吸引与反对”的辩证法

与英·昂喜欢看肥皂剧一样,珍尼斯·温史普本人喜欢阅读妇女杂志,自称“密室”读者,同时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以这种双重身份,悉心研究妇女杂志及其读者(多半是女性),以喜欢妇女杂志和批评妇女杂志的辩证态度,总结出富有后现代色彩的受众理论。其受众思想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为妇女杂志辩护,认可女读者的阅读乐趣。二是批判妇女杂志及其广告的利润动机,以及对女读者的负面影响。三是主张抢占、利用妇女杂志开辟的女性话题阵地,为女权主义政治服务。

1 女性受众的乐趣

首先,珍尼斯·温史普驳斥了妇女杂志“政治上不太重要”之说:对妇女杂志不屑一顾就是漠视成千上万女读者的生活;指责女读者品味低、鉴别力差,漠视女读者客观存在的大众审美意识,是剥夺女读者在传播领域之天赋人权,也是对她们持有多元化价值观的武断否定。

珍尼斯·温史普在研究中发现,妇女杂志自18世纪晚期问世以来,已经为其读者提供了一个忠告与娱乐的综合场所。不管这些妇女杂志的政治功能怎样,它们一直充当女读者们的“生存手册”,为女读者提供建议,教她们如何在男权制文化的统治中求得生存⑥。

妇女杂志不仅赋予女读者许多感性层面的审美乐趣,而且可以赋予妇女们积极反抗性别歧视的理性力量:一些妇女杂志采取明确的女权主义政治学形式,忠告女读者培养独立自主的意识;有的妇女杂志大量刊载妇女战胜逆境和厄运的故事,充当女读者的向导者、启发者;有的妇女杂志再现女性的悲惨命运和男权秩序的厚重,激起女读者反抗性别歧视、颠覆男权秩序的主体意识。

2 广告批判

“吸引与反对”的辩证法有利于确立合理的女权主义文化政治观。珍尼斯·温史普并不讳言妇女杂志的负面因素,尤其提出对广告的批判。

女读者是决定妇女杂志生命力的终极因素。妇女杂志、广告代理商和制售各种商品的商家,共同把女读者塑造成最大的消费者,以实现各自的利润目标。其模式是:女读者购买妇女杂志———注意杂志上的广告———购买广告推荐的商品———杂志吸引广告商刊登广告———商家多卖商品赚钱。

妇女杂志一般由两个读者群构成:购买杂志的妇女和在杂志上刊登广告的广告商。妇女杂志如果只是吸引某一部分特定读者,而不是吸引较大的广告市场,它就得提高售价来维持利润,这会增加读者的经济负担。因而,广告收入高———妇女杂志售价低———读者量大———吸引更多的广告商,呈现这种良性循环的妇女杂志才有生存能力和发展潜力。

广告商以夸优藏劣的原则,借用色彩、摄影角度、剪接等美化手段,并利用名人效应,制作虚构的广告画面。广告画面不仅具有虚构和策划的特征,还有夸大商品功效、将名人与商品牵强附会联系在一起的虚假倾向。精美、排场的广告画面以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满足了读者的视觉审美。

比如,广告刊登一幅《蒙娜·丽莎》画,左下角标有作者、画名、创作时间、画的尺寸、收藏地点(配有中文、法语两种语言),很合藏画规范。但在画面的右边却“镶嵌”了这么一段文字:“事实上,我的手和我的微笑一样出名”;并以超现实的手法将一瓶进口的高档护手霜巧妙地“塞”进“蒙娜·丽莎”的手中。经典唯美的“神秘微笑”,成为世俗化的护肤品广告。女读者即使没有购买东西的欲望,却从这幅广告中重温了“阳春白雪”般的审美体验和关于“护手霜”的导引信息。尽管有些不雅不俗,但其画面所带来的视觉乐趣吸引着女观众的“眼球注意力”,她们的购买欲迟早会被挑起。

3 化害为利

如果全是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和赤裸裸的利润考虑,丝毫不顾女读者潜在的主体意识,妇女杂志最终会失去大多数女读者的信任,整个经济利益链条就会断裂。故此,珍尼斯·温史普主张,抢占、利用妇女杂志开辟的女性话题阵地,为女权主义政治服务。妇女杂志再现了女性气质的美丽外衣,这是女人快乐的源泉。但从某种程度讲,又成为女权主义憧憬未来的原材料———借妇女杂志吸引女读者的商业形式,抢占利用它们的女性话题阵地,为女读者创造出各种独立自主的新形象,建立一种公共领域式的女权主义乌托邦政治,促使更多的女读者平等参与进去,以使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其传播领域的天赋人权。

三、评析

后现代女权主义学派两位代表人物的受众理论,有其一体同构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其一,英·昂和珍尼斯·温史普均以女性受众和女权主义者的双重身份,以“形而上”之理性和“形而下”之亲身体验的有机整合,以“第三只眼睛看世界”的独特视角,真切、全面地习得女性受众解读通俗文本的复杂体验;以辩证、乐观的态度,肯定了通俗文化的正面效用,为女性受众的乐趣辩护;以“化害为利”的思维方式指引着女权主义政治。与其他女权主义学派“义愤填膺、无情解剖却无法重建”的悲观气息相比,具有一种“痛过、醒来、知道怎样走路”的亮丽色彩。

其二,英·昂和珍尼斯·温史普对受众乐趣的辩护,恰好击中了后现代主义时期绷得最紧的那根弦———通俗与高雅、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权威与民主,有无必要划清界限?商业文化的利润原则、受众的乐趣会削弱、妨碍政治与道德吗?(女性)受众都是消极被动地解读大众文化亦或通俗文本吗?

用“绝对正确”的字眼来评价本在发展的理论有失偏颇。相比于女性解放的复杂与艰难,英·昂和珍尼斯·温史普过份美化了大众文化,正如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高估了艺术。

一是对“乐趣”的分析与断言有些简单化:低估了男权秩序的厚重程度,高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意识的女性受众比例,更忽略了“女性是第二性”之刻板成见和市场经济魔力对其解构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消解与挤兑。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政治愿望是拨开大众文化的商业面纱,寻找一种具有反叛精神的主观能动性的勃兴。但实现这种愿望必须有以下保证:包括女读者在内的所有妇女,都能进入于尔根·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公共领域”,并能超脱于金钱的制约和男性霸权的影响。显而易见,这种政治愿望的实现尚需时日。

二是只顾颠覆高雅/通俗、精英/平民的区分标准,只顾担心通俗文化被上层强加的、虚伪势利的价值观腐蚀,却没有指出高雅文化的受众群也是心有所虑———高雅品味作为某种曲高和寡、任性执著的自由表达,更易于被低级庸俗的习惯贬低、挤兑。

鉴于当下中国关于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之争,鉴于对“文化工业”之褒贬,鉴于中国传媒运作中“现代化尚未实现与后现代色彩过于浓厚”之现实悖论,后现代女权主义学派申言女性受众在传播领域的人权,很是契合时代脉搏。其理论上的些许局限性,算是白璧微瑕,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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